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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序幕文中（1）][bookmark: _Hlt462737786][bookmark: _Hlt462670184][bookmark: _Hlt462737838][bookmark: _Hlt462739263]“打天下，坐天下。”似乎成了中国民众心目中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可是，到了“坐天下，传天下”时，特别是“坐天下”者忘乎所以，或传到不屑子孙时，民众就会对“公理”提出异意，甚至抗争，新一轮的“打”便被提到台面上来。著名学者黄炎培老先生，看到这种周而复始的怪圈，1945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窑洞里，不无感慨地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常被人们提到的“窑中对”（1）。
     
清朝末年，官员贪赃，政府腐败，列强侵略，割地赔款，国库空乏，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腐败的清廷在内外交困中挣扎，被弄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中国国势衰微，遂被列强蔑视为“东亚病夫”和“泥塑巨人”，常遭其干涉和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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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梁启超说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即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可是，清廷慈禧老佛爷闻听大怒：我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天下，岂容你汉奴分享？她在北京菜市口，举刀砍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图注01：变法殉难者谭嗣同），便给康梁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送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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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见康梁变法失败，便提出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口号，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标。他先后考察了欧美先进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创立了三民主义（图注02: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提出了从军政、训政最后到宪政的民主治国理念。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把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廷扫进了历史。辛亥革命看似成功了，可是，孙中山临终留下遗嘱却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民国初年，拥兵自重的军阀们，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大小军阀，纷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连年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虚弱境地。领导八年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内战中却败在共产党手下，被迫偏安于台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因而才得以存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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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图注03: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们，打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两面旗帜，纷纷向中国民众传播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三民主义被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新血液，备受军阀混战煎熬和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又看到了希望。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孔家店”，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仁义礼智信”，也当成糟粕扬弃了，错失了中外优秀文明融合的机会。例如：作家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把“仁义道德”斥为“吃人”的恶魔，令人遗憾。马列主义借机传入，扭曲了三民主义的希望。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话没错。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转口传入中国的德国和英国货，而列宁主义则是正儿八经的俄国产品。马列主义的传入，使外来挑动仇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开始了以颠覆华夏文明、推翻以孙文思想和“五四”精神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这种赤化革命，在1949年10月1日前，表现为武装夺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为掠夺和镇压！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产地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多大市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幅轻视自由、反对私有制、掠夺私人财产的乌托邦社会的美丽风景画。这个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被握有生杀大权的弗·伊·列宁把“党领导一切”等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丛林法则注入列宁主义之后，这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怪影”，就变成了魔影：在极权主义面前，身价倍增，变成了横行二十世纪的权力拜物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马列主义，它的灵魂，就是共产党一党独断下的暴力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崇拜权力的马列主义，很快变成了嗜血的魔鬼，即变成了镇压人类自由天性的斯大林主义：用阶级斗争学说，肆意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文明；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学说，掠夺人民财富，破坏先进生产力，挥霍人类物资文明。在中国，自称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推上了峰巅。这种共产主义者独有的赤文化或曰红祸文化，已被近百年世界共产党党史所验证。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4）][bookmark: _Hlt462746979][bookmark: _Hlt462670240][bookmark: _Hlt360804643][bookmark: _Hlt222579292][bookmark: _Hlt360804666][bookmark: _Hlt164155344][bookmark: _Hlt462738193][bookmark: _Hlt505066212]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乘国内军阀混战、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和相互恶斗、中央统治权力严重削弱之时，借苏俄党魁斯大林支持之势，乘虚而入，揭竿而起。在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数十万计的卢布（还有大量金卢布）援助下，中共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实施红色武装割据，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成立了由苏俄直接领导的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图注04: 瑞金苏维埃政府），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老大哥”和“一边倒”的情结由此而生。国内年轻朋友们可能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那些“绝密”档案被迫解密时，会叫你恍然大悟：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毛泽东等12名中国人外，怎么还有列宁派来的叫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两个俄国人在指手划脚？在湘赣根据地领导核心的三巨头里，除周恩来、王傢祥外，怎么还有个名叫李德的由俄魁斯大林派来的德国人在指挥一切？

  芦沟桥事变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5）][bookmark: _Hlt462747044][bookmark: _Hlt505066234][bookmark: _Hlt222579247][bookmark: _Hlt462670249][bookmark: 序幕文中（图6）][bookmark: _Hlt505066251][bookmark: _Hlt222573827][bookmark: _Hlt222579198][bookmark: _Hlt222573888][bookmark: _Hlt462747139][bookmark: 序幕文中（图7）][bookmark: _Hlt462747206][bookmark: _Hlt222573821][bookmark: _Hlt222233512][bookmark: _Hlt222573309][bookmark: _Hlt222573447][bookmark: _Hlt222233578][bookmark: _Hlt222573300][bookmark: _Hlt222573817][bookmark: _Hlt222579166][bookmark: _Hlt222573822][bookmark: _Hlt505066385]国民政府军在强敌面前，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损兵折将达320多万，其中阵亡将士150多万，师以上将领200多人，最后才获得了元气大伤的惨胜（图注05: 抗日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高呼全面抗战、大骂汪精卫卖国、狠揭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同时，暗中与日、汪勾结，分享情报，共同对付国民党。例如，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的“岩井公舘”及其外围组织“兴亚建国运动”、“上海编译社”、“自强学院”和《新中国报》等，都是中共与日、汪相互勾结的情报组织。岩井利用国共矛盾，把情报组织交给了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翁从六、叶文津和刘人寿等人去领导，用以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抗日胜利后，袁、恽、翁、叶、刘等汉奸，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跑到了解放区。“解放”后，袁殊被任命为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要职。在暗中与日、汪勾结的同时，其军队则秘而不宣地采取“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和“坐山观虎斗”亦即“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和游而不击、打了就跑的战术。1937年9月，毛泽东向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发出指示说：“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共抗日将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图注06：百团大战），被斥为“帮助蒋介石抗日”，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激烈批判。到抗战末期，中共武装已从3万多发展成为120余万正规军和200多万民兵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一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军队又获得了苏俄缴获后移交给他们的数十万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增，经四年内战（图注07：国共内战），击败国民党政府军，夺得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人谈话时，动情地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美侵略者说：“皇军有功！”从中共党的利益上去考量，毛泽东这种卖国式的战略战术，无疑是成功的。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树立了共产党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痞性发作，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即民主治国理念，“一边倒”在苏俄独裁者斯大林的旗下，全盘接受了“老大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崇尚丛林法则的斯大林主义，全面展开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口号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打着均富的旗号、以打击和清除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人权普世文化相结合的现代文明为目的的。这种赤化革命，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做了必要准备。

[bookmark: 序幕文中（2）][bookmark: _Hlt462670189][bookmark: _Hlt462739360]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著作，可谓车载斗量，读不胜读；但其核心不外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前者为政治手段，后者是经济手段，两者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攫取和巩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权力。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分而治之的仇恨哲学，就是要你善于寻找、树立和制造5%的阶级敌人，调动一切手段去妖魔化这些敌人，借以恐吓、“教育”从而达到动员95%“人民”将敌人打倒之目的；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欺蒙哲学，就是以平等、均富等美丽词藻描绘出来的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画饼，并从“理论”上把这种画饼打扮成“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借以达到欺蒙民心、拥护共产党之目的。对中共权贵们来说，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缺一不可。这个最终目的是：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披着“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外衣，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和占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掠夺、占有土地、矿山、工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文教卫事业和全部国家权力机构，使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的雇主，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则变成雇主的各级代理和权贵。在雇主和各级权贵的驱使下，广大老百姓则变成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从事工、农、商、学、文等人类的基本权利，都不得不仰乞于雇主即“大救星”、“党妈妈”和各级权贵的“恩赐”，稍有违拗和反抗，便会遭到雇主和权贵们的歧视、处罚和镇压。这种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等国家全部资源、财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就是与法西斯主义(2)异曲同工的共产赤文化。这种赤文化，是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专政文化，亦是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的独裁文化，因而是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或曰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历经的种种魔难，皆源于此。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马列主义再塑造，力图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性，为构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而忙碌，浪费了大量资源，青、少年学生都必须为这种荒诞理论背书，付出青春代价！

    不论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怎样连篇累牍地去论证社会主义，说他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平等、均富，如何势所必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包括已经消亡的前苏联、东欧八国和存活到今天的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雇主、权贵们，在高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同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为根据，即以革命名义剥夺个人财产，以国家名义去任意调动、支配国家和集体资源，甚至把“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为“不服从不得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成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法宝，任何政见分歧，任何有悖于“舆论一律”、“主旋律”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会被雇主、权贵们“上纲上线”，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和制造动乱等“罪行”，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当事人逮捕并科以重刑。

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又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前者是以枪杆子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则是以“群众运动”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都是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所谓“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就是在枪杆子的弹压下，动员、唆使痞子、流氓无产者和芸芸勇敢者，逾越道德、法律和人权，采取非常手段，制造出一种在一定时段里的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氛围，形成对“阶级敌人”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恐吓、威迫全体老百姓，都能“自觉”地统一在党的意志下，从而达到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毛的“群众运动”实质上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记录了“群众运动”操作过程中所创造的“毛氏规律”：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3或5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筛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毛泽东的天才还在于，为了把“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烈度，控制在他认可的范围内，每次运动他都要向各级党组织下达完成任务的“指标”。

“指标”是统计学概念，属经济学范畴，毛泽东拿过来做政治化处理。把经济学上的概念发展成政治概念，不失为毛泽东的创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记录了毛的这些创造：

在镇反运动中，他下令给上海的领导人：“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土改运动中，他对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人“村村见血”和“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的红色恐怖，大加赞赏。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明确规定：“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
等等。

一反公投、二拒普选、三恶民调的毛泽东，这些政治“指标”是怎么被他“创造”出来的？说书人有一句套话，叫“一拍脑袋，计上心来”。显然，他的“指标”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善于造神的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文说，这是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的结果。

不错，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这是一句真假搀和的谎言。因为，御用精英们未必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的调查研究服从于毛对政治形势的评估和决策。例如，当毛泽东决心要农业学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时，“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民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当毛泽东决心开展“四清”运动以转移饿死人的仇恨时，农村20%甚至30%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敌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等等。到了六十年代，量化指标又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1964年5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以毛的两次讲话为蓝本，“群众运动”中的四个量化指标又被中共和御用精英们“拍”了出来：拥护他们的“人民”占95%，反对他们的“敌人”占5%，可以“团结的群众”占95%，可以“团结的干部”也占95%。由是，团结、教育95%以上的“人民”和打击5%以内的“敌人”，便成了历次“群众运动”硬性指标。

    尽管毛泽东的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也制订了许多法律、法规，但他们更崇尚以丛林法则为思想基础的“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手段。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一书记载，1958年8月，毛泽东在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毛所说的“靠我们那一套”，主要指他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54年毛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其中规定人民群众享有的各种自由、民主权利，都是哄骗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并不打算实行的官样文章。这种背信弃义的权力拜物教文化，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夺取政权即所谓“建国”或“解放”后，毛泽东的中共，用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违宪犯法的“群众运动”，先后树立了成百万上千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内奸、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等阶级敌人，并用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无情镇压。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8）][bookmark: _Hlt462747274][bookmark: _Hlt462747278][bookmark: _Hlt505066408][bookmark: _Hlt304907073][bookmark: _Hlt222579115][bookmark: _Hlt222233265][bookmark: _Hlt285193236][bookmark: _Hlt222233266][bookmark: _Hlt265511485][bookmark: _Hlt390302884]1950年，中共在全国农村全面开展的暴力土改运动（图注08：土地改革运动），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实现了对老百姓主要是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使农村中占多数的贫下中农，在对中共感恩戴德的同时，逐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裸裸的现代农奴，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从而使中共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9）][bookmark: _Hlt462747350][bookmark: _Hlt220854364][bookmark: _Hlt220494694][bookmark: _Hlt220494717][bookmark: _Hlt222573575][bookmark: _Hlt221985970][bookmark: _Hlt220854365][bookmark: _Hlt222573549][bookmark: _Hlt220854431][bookmark: _Hlt222579071][bookmark: _Hlt462747345][bookmark: _Hlt505066441]1950年10月，在干涉他国内政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下，毛泽东和中共把党的利益、把“一边倒”的政策和“国际主义”义务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图注09：抗美援朝战争），自觉地中了斯大林消耗美国和控制中国的一箭双雕之计。他们以五六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和数十亿美元以及被孤立二十多年的巨大代价出兵朝鲜，愚蠢而不光彩地充当了导师的打手和炮灰，为霸主苏俄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卫了金日成父子独裁的家天下。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使国家失去了美苏争霸中的渔人之利，但中共和毛泽东却借势强化了对异己势力的监控和镇压，巩固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0）][bookmark: _Hlt462747544][bookmark: _Hlt462747538][bookmark: _Hlt222925611][bookmark: _Hlt222579004][bookmark: _Hlt505066486]1951年的镇反运动（图注10：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的中共杀害了100多万包括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在内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达到了镇压异己和强化共产党权威的目的，使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理念，化为烟云。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1）][bookmark: _Hlt222578945][bookmark: _Hlt462748351]1955年，批运动（图注11：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和中共把胡的文艺思想妖魔化为“凶恶残暴的敌人”，制造了又一起文字冤狱，第一次用“思想罪”来警告知识分子，不得与共产党思想相左。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2）][bookmark: _Hlt505066619][bookmark: _Hlt505066624][bookmark: _Hlt462748421][bookmark: _Hlt462748409][bookmark: _Hlt222578891][bookmark: _Hlt462748412]接着，在7月，毛泽东和中共开始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个人历史和隐私进行了全面清剿（图注12：肃反运动），使数以万计的人不堪凌辱而自杀。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3）][bookmark: _Hlt505066641][bookmark: _Hlt462748493][bookmark: _Hlt222578835][bookmark: _Hlt462748489]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图注13：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共把100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全国知识分子的六分之一）打成了右派、档案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酿造成万马齐喑、一党独断的政治局面。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4）][bookmark: _Hlt462748552][bookmark: _Hlt505066668]毛泽东和中共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化三改造”运动中（图注1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数年间，先后又划出了数十万计的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中共诡称“土改漏划”)，供人批斗；在批斗中，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强迫实行小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家化；在枪杀、自杀20～30万人的基础上，使中共垄断了全国大小一切资源，成为名符其实的唯一雇主，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的第二次掠夺，从而实现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面掠夺。掠夺为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为权钱交易的腐败，创造了必要条件。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5）][bookmark: _Hlt462748625][bookmark: _Hlt505066695]1958年，毛泽东的“大救星”权力情结发飙，突发异想，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思想，在中共大员们的支持下，搞了个异想天开的、超英赶美的、“流芳千古”的大跃进运动（图注15: 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他们强迫农民用毛的“革命加拼命”思想，进行超强劳动，结果弄得整个中国大陆饿殍遍野，怨声载道！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6）][bookmark: _Hlt462748704][bookmark: _Hlt505066712]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权力情结已经使他不满足于数十万个小兵团农业合作社的小打小闹，他要大兵团作战，用大兵团掀起农业大跃进的新高潮。于是，在他筹划下，第一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典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被制造了出来。1958年8月26日，他在河南新乡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到10月底，全国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2.6万个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图注16: 人民公社运动），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然而，在而后的三年中，这个通向共产主义天堂桥梁的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7）][bookmark: _Hlt462748772][bookmark: _Hlt222578655]毛泽东和中共不作反省，更不道歉，为了重树被“三面红旗”败坏了的共产党权威，抓住专政体制造就了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即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等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并于1963年开始了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图注17: 四清运动）。运动中，又使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遭到批斗，数万人惨遭杀害或自戕。本来对大跃进颇有微词的刘少奇，为了“紧跟”，成了四清运动直接领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和毛泽东所指的阶级敌人中，“地、富”是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的，“反、坏、右”是按某个时期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行为划分的，文革中又增加了许多名目的阶级敌人，其中，“叛徒、内奸、走资派”是党内政治斗争需要按人际关系或政治态度划分的，“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反动权威、反革命知识分子”是党外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政治态度划分的。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划分，是马列主义的异化：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蜕变为所谓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异化，反映了雇主独霸的心态。更值得儆省的是，制造和树立阶级敌人后，要丑化和妖魔化阶级敌人，并在批斗的同时，警示批斗者和广大老百姓，要信奉共产主义，要效忠毛泽东和共产党，从而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

按照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理论，中国在1956年“一化三改造”完成后，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也因而不复存在。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未被取消，反而越来越强化了呢？简单地说：他们反复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说教，是既得利益个人和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官僚特权阶级既得权力——共产党绝对权威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御人权术，是雇主独霸心态的表露，也是中国阴谋厚黑文化的张扬。可叹的是，除少数先知先觉和为虎作伥者外，大多数人都在为专制摇旗呐喊而浑然不知其愚！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丛林法则理论。毛泽东说：“口之于味，有嗜则同。”他呼应了“食色，性也”的动物法则。于是，人类固有的恻隐、宽容、仁爱和理智等中华文明体现的天理之心，被妖魔化，成了必须痛加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禽兽固有的仇杀、嗜血、冷酷和淡漠等邪恶痼疾，被神圣化，成了无产阶级思想加以弘扬。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

在这个丛林赤文化条件下，信息被严密控制，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道德氛围：

官本思想泛滥成灾，官僚特权阶级乔装打扮成人民的“勤务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歌声中，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由于官本思想的熏陶，多数人变得无条件地盲从“领导”，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的“积极”；
告密和出卖在“对党忠诚”的名义下横行，罗织罪名，打击同事，对朋友落井下石，出卖同事、朋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
政治高压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发表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言论；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逆来顺受甚至引颈就戮，等等。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培植打手，塑造奴隶，占有人类全部精神、财富资源，用乌托邦宗教理论和物资平均主义，去掩盖官僚特权阶级的占有、剥削和镇压。于是，在这种丛林赤文化的长期鼓噪和洗脑下，便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对独裁政权情有独钟的宠臣和御用精英，亦即盲从拥戴者、争宠谄媚者、谎言制造者、告密出卖者、落井下石者和野蛮施暴者，一大批在独裁者肆虐面前麻木不仁、愚昧而善良的民众，也应劫而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还制造了个人崇拜。

古今中外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都出于缺乏权力背景的专家、学者、教授之中，国外如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中国如春秋时代的孔、孟、老、庄和二十世纪的胡适等，人们崇拜他们是诚服于理；唯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理论家、大思想家桂冠非握有生杀大权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莫属，人们崇拜他们是慑服于权。苏俄的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的发明人江泽民等政治领袖们，都无例外地被誉为当代甚至空前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因此，全国人民崇拜他们、承认他们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不容置疑的律令。于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诡计多端的毛泽东，凭着他那几本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封建君王御人权术相混合的著作（其中不乏有他人捉笔的），亦即毛泽东思想，便被奴才精英们拥上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物理学家、甚至道德楷模的宝座，推上了个人崇拜的峰巅。

文革中惨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45年的延安，他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一次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名字达105次之多。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力排众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铺平了道路。

文革中被毛泽东逼得仓皇促逃、几乎全家都摔死在异国他乡的中共党的唯一副主席、副统帅林彪，更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吹捧得天花乱坠，令人咋舌。一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他的千古绝唱。

文革中差一点被打倒后又被拖死的总理周恩来，不仅在毛泽东面前低三下四，在毛的老婆江青面前，也是卑躬屈膝，当着众多学生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清同志致敬”的口号，全然不知中国国家总理的尊严。
　 
文革中遭到毛泽东残酷批斗、被扭断胳膊后侥幸死里逃生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第一个在中国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甚至到了大祸临头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以“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理由与对手们争辩，力争做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谄媚和求饶的努力。
　 
文革中惨遭批斗病死于合肥的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文革初，曾荣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过党和国家第四把手。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被毛内定为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其他那些权贵们，诸如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常委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元帅朱德、陈毅、贺龙，等等，都是鼓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能手，他们长期为争宠谄媚而不遗余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理论制造的崇拜和歌颂党的领袖，成了中共赤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制造的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权力不受监督；而不受监督权力，必然导致无法遏制的暴虐和腐败。
　 
从确立毛泽东的权威到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一个令人反思的历程。
　 
1945年，毛泽东借延安整风排斥和屠戮政敌的余威，运用权术，培植了诸如刘少奇、康生等一批争宠谄媚者，巩固了发号施令的权威地位。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8）][bookmark: _Hlt462738856][bookmark: _Hlt505066732][bookmark: _Hlt462748829][bookmark: _Hlt462748832][bookmark: _Hlt295819022][bookmark: _Hlt358905550][bookmark: _Hlt222578554]为了控制中央，毛泽东利用矛盾，分而治之。五十年代初，他以“五马进京”的权谋，上调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来京，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但当高、饶遭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联手强力反击时，他来了180度大转弯，将高、饶打倒（图注18: 高饶事件）。1954年以“增强党的团结”名义，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将高、饶开除出党，迫使高自杀，饶监毙，从而达到了控制全局的目的。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19）][bookmark: _Hlt462748919][bookmark: _Hlt462931134][bookmark: _Hlt462748915][bookmark: _Hlt222576727][bookmark: _Hlt222576760][bookmark: _Hlt505066745]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图注19: 庐山会议），当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他鼓吹的行将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政策提出批评时，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和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竟使毛泽东的尊严受到“羞辱”而勃然大怒。他明知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运用权术，利用彭德怀生性直率政敌较多的弱点，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给彭德怀扣上了“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当即罢了彭德怀的官，文革中又将其置于死地。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20）][bookmark: _Hlt222576673][bookmark: _Hlt295819014]1960年前后，他的大跃进政策导致3,000～4,500万人饿死（据称，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促成意见分歧，党内形成左、中、右派集团，处于分裂边缘。此时此地，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的严重挑战，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图注20: “七千人大会”），他被迫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熟读经史、深谙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不甘心权威受挫，在利用掌管枪杆子的林彪大力培植对他个人崇拜的同时，大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舆论，开始了反击刘、邓的部署。接着，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对关键岗位上的人事做了调整。到1966年5月，他的绝对权威地位已经空前巩固，向刘少奇、邓小平兴师问罪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翻开真实的历史看看，毛泽东不择手段地打击党内不同政见者，同打击党外不同政见者一样，都是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前赴后继地积极赞同、参与、吹捧下完成的。

  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毫无阻拦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在文革中先后死于非命的刘少奇、林彪们，那些被打倒的邓小平、彭真和“革命干部”们，那些“群众专政”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和野蛮施暴者们，以及那些善良而愚昧的“革命群众”们，不是那场浩劫的帮凶，就是那场浩劫的推波助澜者。

  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无产阶级专政(后改称人民民主专政)制造了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培植了愚昧、奴性和野蛮，从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迷信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化，但又不可避免地日趋衰亡。
[bookmark: 序幕文中（图21）][bookmark: _Hlt462931163][bookmark: _Hlt462749029][bookmark: _Hlt462749033][bookmark: _Hlt505066817][bookmark: _Hlt462670265][bookmark: _Hlt222576589][bookmark: _Hlt295819096][bookmark: _Hlt222576614]
  六十多年前，中国当代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胡适之（图注21: 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以自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向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价值观挑战。他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又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又说：“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中国，这种伟大思想曾被御用精英们贬斥为“汉奸”、“反动”言论，胡适本人则被骂做“流氓”、“骗子兼恶棍”。
[bookmark: 序幕文中（3）][bookmark: _Hlt462669922][bookmark: _Hlt462669859][bookmark: _Hlt462669971][bookmark: _Hlt462670193][bookmark: _Hlt462739439][bookmark: _Hlt462739443]
     在毛泽东时代，自由在呻吟，民主在挣扎，人权在煎熬，“窑中对”成了毛泽东戏弄中国民众的权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化浩浩荡荡风靡全球时，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将普世价值视为洪水猛兽，称其为“美丽的谎言”，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还用“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3），将其拒于国门之外。现在，看起来他们十分强大，但他们的倒行逆施，终将被觉悟了的中国人扫进历史垃圾堆。

上述可见，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共的个人崇拜，又把毛泽东推上了独裁和谎言、野蛮、邪恶的峰巅。有朝一日，当历史挣脱权力打扮时，二十七年的历史记录，必将给毛泽东以恰如其分的人生定位：

权谋盖世，罪恶滔天！

    中国人应该甦醒了！


[bookmark: 序幕附注A] 附注A：

[bookmark: 序幕附注1]    附1、“窑中对”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周期律”，曾引起毛泽东忧虑和思考。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bookmark: 序幕附注2]附2、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压制个人主义、鼓吹集体、民族和国家至上的政治哲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现象。对内，它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崇尚暴力和蔑视人权，主张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由政府统管全国经济，对人民生活实行全面监控，镇压一切形式的反对者；对外，它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奉行重分世界的战争政策。

[bookmark: 序幕附3]   附3、“五不搞”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附注B：图注1—21（略）
[bookmark: _Hlt488337383][bookmark: _Hlt488438777][bookmark: _Hlt462739061][bookmark: _Hlt509775903][bookmark: _Hlt462737711][bookmark: _Hlt462747447][bookmark: _Hlt464225269][bookmark: _Hlt462747388][bookmark: _Hlt462747729][bookmark: _Hlt462739466][bookmark: _Hlt462747699][bookmark: _Hlt505073020][bookmark: _Hlt462747613]图文注释（简评文革前的历史事件）目录：
	[bookmark: _Hlt505420442][bookmark: _Hlt464727575][bookmark: _Hlt462749070][bookmark: _Hlt464727467][bookmark: _Hlt505066006][bookmark: _Hlt462669875][bookmark: _Hlt462737724]  图注01：变法殉难者谭嗣同
[bookmark: _Hlt462750605][bookmark: _Hlt462928997][bookmark: _Hlt462670211][bookmark: _Hlt505066011][bookmark: _Hlt462749103]  图注02：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bookmark: _Hlt505066136][bookmark: _Hlt462929047][bookmark: _Hlt505066016][bookmark: _Hlt462670222][bookmark: _Hlt493489065]  图注03：“五四”运动
[bookmark: _Hlt462929031][bookmark: _Hlt462670234][bookmark: _Hlt505066219]  图注04：瑞金苏维埃政府
[bookmark: _Hlt462670244][bookmark: _Hlt462929053][bookmark: _Hlt505066231]  图注05：抗日战争
[bookmark: _Hlt464142621][bookmark: _Hlt464142604][bookmark: _Hlt462929072][bookmark: _Hlt462750705][bookmark: _Hlt505066247]图注06：百团大战
[bookmark: _Hlt462929093][bookmark: _Hlt505066380]  图注07：国共内战
[bookmark: _Hlt505066402][bookmark: _Hlt462929114]  图注08：土地改革运动
[bookmark: _Hlt505066436][bookmark: _Hlt464736766][bookmark: _Hlt462929134][bookmark: _Hlt505066491]  图注09：抗美援朝战争
[bookmark: _Hlt462929152][bookmark: _Hlt464635334][bookmark: _Hlt505066481][bookmark: _Hlt462747600]  图注10：镇压反革命运动
[bookmark: _Hlt462929173][bookmark: _Hlt468320932][bookmark: _Hlt457640722][bookmark: _Hlt462750822]  图注11：镇压胡风集团运动
	[bookmark: _Hlt390572811][bookmark: _Hlt390572159]  图注12：肃反运动
[bookmark: _Hlt505066638][bookmark: _Hlt465439282][bookmark: _Hlt462929207]图注13：反右运动
[bookmark: _Hlt493489240][bookmark: _Hlt505066659][bookmark: _Hlt457640700][bookmark: _Hlt462929228]图注1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
[bookmark: _Hlt488438811][bookmark: _Hlt505066673][bookmark: _Hlt493489094][bookmark: _Hlt493433389][bookmark: _Hlt390572699]图注15：大跃进运动
[bookmark: _Hlt490816659][bookmark: _Hlt505066703][bookmark: _Hlt493489251][bookmark: _Hlt462929268]图注16．人民公社运动
[bookmark: _Hlt462929290][bookmark: _Hlt462750965]图注17：“四清”运动
[bookmark: _Hlt462929308][bookmark: _Hlt505066723]图注18：高饶事件
[bookmark: _Hlt462751010][bookmark: _Hlt505066738][bookmark: _Hlt462929324]图注19：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bookmark: _Hlt462929341][bookmark: _Hlt505066751][bookmark: _Hlt462670253]图注20：“七千人大会”
[bookmark: _Hlt462670268][bookmark: _Hlt464158070][bookmark: _Hlt505066811][bookmark: _Hlt505066823][bookmark: _Hlt462670262][bookmark: _Hlt464225319][bookmark: _Hlt462751050][bookmark: _Hlt464245479][bookmark: _Hlt462929353][bookmark: _Hlt462737638]图注21：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



